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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村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会风险意识考察 
——以对皖南 S 村农民的访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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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皖南 S 村留守农民与农民工的访谈，可以发现，农民的社会风险意识正处于过渡时期，新型

社会风险已经影响农民生活的各种层面，新型风险意识急需确立，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亟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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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扩展、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日益增强，传统的中国农民尤其是流动的农

民工正与风险社会迎面相遇，风险因子、不确定性正在渗入农村的宏大场景与农民的微观互

动之中，影响了居村农民与作为流动人群的农民工的生产与生活。本文拟通过一次具体的入

户访谈，以访谈资料为基础，利用吉登斯、贝克和斯科特•拉什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中的部

分概念、命题，来审视居村农民与外出农民工现有的风险意识。 

一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巨大而深远的变迁，社会学家们为

理解、解释这种世界性危机与机遇共存的新型社会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框架，如“后现代性”、

“晚期现代性”、“全球时代”、“自然政治”、“世界民主”等分析范式。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也

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命题。1991 年，卢曼在《风险社会学》一书

中，从科学和社会系统分化的关联性角度解析了风险社会的意涵，此后逐渐形成了分析社会

问题的风险社会视角。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全

面推进，那种认为人的理性力量可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常态”社会观，已经被世界所面临

的深层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生态危机替代。[1]（p.1-10）
贝克指出,“风险”是一种危险（Danger）

和灾难（Disaster）的可能性；现代风险是隐形的，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它

的影响将波及全社会，而且是以一种“平均化分布”的方式影响到全球所有穷人与富人；理

解并以崭新的制度来规范风险社会中的“定义关系”，消除“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是风

险社会议题的重要内容。而斯科特·拉什则从风险文化角度对风险社会的涵义进行了解读，

他与道格拉斯等人认为贝克仅强调了自然生态风险，而实际上还存在着社会结构方面的社会

政治风险如人类暴力犯罪、战争、恐怖主义等，存在着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的经济风险。吉登

斯则从“反思性的现代性”的视角审视现代社会中的风险议题，他从专家统计的吊诡性这一

角度切入，对现代性与风险的关系进行考察。他认为现代性的变迁产生的风险影响了个人与

社会的互动，现代性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人为风险为主、传统风险为辅的新型风险

景象，专家系统自身所固有的专业知识不确定性使专家提供的决策建议已无法保证个人的安

全，风险影响的范围已扩及全球。[2]（pp.1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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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当前的中国，科技与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剧烈变迁中的城乡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传统

的与新生的社会安全风险，其中较为突出的风险有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食品

质量降低，SARS、艾滋病等高强度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

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风险通过电子通讯、大众传媒使之仿佛

就发生在身边，使风险呈现出一种放大效应；可以说，风险因子已经成为影响各种宏观与微

观互动层面的重要力量。 

为了具体了解作为传统的大本营的中国农村地区受风险景象的影响程度，以及农民自身

的风险意识现状，我们选择一个中国中部地区不发达的农村进行个案访谈，初步了解现存的

农民意识中的风险概貌。本次访谈的地点是安徽南部的一个地级市 C 市的乡村，我们在该

市中部选择了一个行政村为调查对象，称该村为 S 村。之所以做如此选择，主要考虑到：

其一，安徽省是农业大省，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桥头堡，家庭联产承包制始于此，农村

税费改革也发端于此，因此它是研究农民生活变迁的天然良好场所；其二，该市人口仅 160
万，工业基础较薄弱，以生存农业为主，而且外出打工人员集中，可以说具备以农业、农民

立足生存的一般农村地区的众多共同特性，代表性相对较强。访谈在 2004 年七八月份和

2005 年二月份陆续进行，先后有 30 多位各年龄段的农民接受了访谈，其中在外打工的约

占半数，其他的为长期居村的在家务农者、经商者。访谈内容涉及农民对日常生活中变迁的

认识、外部风险对农业生产的冲击、自然环境的新变化，以及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因素的认识

等方面。 

二 

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解剖，可以发现在 S 村，居村农民与农民工的风险意识表现出一

些明显的特点。 

第一，从风险的类型学角度看，一般认为，农村现存的风险以传统风险为主，风险的

人为性与传统性交织并存，其中农民工对现代风险的认识更为深切。在风险类型的主观认

定中，被访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目前的农村是旧有的风险未去，又添加了许多新型风

险，这些风险更多的是人们自身的活动所带来的。居村农民认为，传统性的风险如春秋两

季的干旱、七八月份的洪水等自然灾害依然影响着农民的农业收入。与此同时，新型风险

也在增加，被访者列举出来的新型风险有使用化肥过度、外部工业发展造成的水质下降、

环境污染严重、粮食市场化运作后的粮食滞销、以及交通风险与受暴力伤害的机率增加等。

对于其中的新风险，外出务工人员的感受最深，也最为焦急。被访者陈某（32 岁）说“现

在世道变了，在外面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句话可能代表了农民工对外部现实风险

的一种直觉性的反抗，以及一种无可应对的受挫感与焦虑感。出外打工的人员一般都是年

青人，他们一方面认为居村的农民没见过世面，对新风险太过于大惊小怪，另一方面在城

市中接受的众多信息也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现在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在迅速

变化：河里的鱼、山上的野兽等都在日渐稀少，而交通风险、失业风险对他们日常生活的

影响也在日益增加。这让村民们尤其是农民工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新的生存风险压力。 

第二，从风险的扩张性特征上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村民们基本上没有认识到风险已

经使地域事件的影响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他们仍坚持对地方知识世界的维护。现代社会

的风险往往在一定的地域内发生，但由于风险的突发性与因应对策的不完善性，风险有向

全球范围扩张的本能冲动。而信息技术的发达使本来为地域性的事件也开始具有了全球性

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既包括事件本身的影响力，更包括由于知识的不对称所产生的恐慌

与危机感带来的更大更深远的负面效应。[3]（pp8-16）在对风险事件冲击的回应上，接受访谈的

村民们总体的表现是漠然视之，并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对地方性知识世界的自足运行加以维

护。具体表现在访谈中，一方面，在经济生产与日常生活领域，他们一直在以地方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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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抗世界性的共同知识。例如居村农民对入世对农业的影响几乎一无所知，仿佛这是天

边的事。在这次访谈中，所有的受访者中只有两名农民工听说过世界贸易组织（WTO），

而且这两人还认为自己与这个组织一辈子不相干；随着保护期限的到来，粮食价格的大幅

波动、农业生产经营将面临不可预测性因素日益增多的风险。但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与自己

毫无关系，国家农业保护与粮食流通的放开政策让他们看到的是日益好转的农业生产收益，

而不是国家为保护农户在未来的全球农业竞争中的利益，而采取的无奈之举。由于粮食直

补政策和农业税减免政策的落实，部分接受谈访的农民工甚至不再外出打工，而是选择了

回村种田。另一方面，在风险意识转型方面，农民的意识转变远远落后于其物质文化生活

的转变。例如，在现代性日益进入传统农村社区的同时，在农民的政治与经济生活领域中，

环境危险构成了一个剧烈的冲突场域，环璄破坏对村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农业生产的可

持续发展提出了最大的挑战，河流中水生物的减少、有机毒物含量大增、空气污染日益严

重等这些风险都是村民们能亲身体验的，但对村民而言，这些似乎与自己的生存安全毫无

关联，即使有关联，也认为自己毫无办法，“这是大人物的事，与我们小百姓无关，只管

好自己就行了，”（章某，居村农民，44 岁）这句话也可以说是村民的共同心声。 

其三，从风险的归因意识上看，一般表现为村民们对现代风险的传统诉求，以及主观

归因，但农民工的现代归因取向更明显。村民们尤其是农民工都看到过，并且能够列举出

现代风险，甚至有一部分被访者亲身经历过现代风险，但在风险意识归因方面上，他们依

然是从传统的经验之箱中提取应对现代风险的心理与现实策略。部分村民已在感性的层面

认识到这些新风险出现的人为性。访谈中，“这都是人在作孽”这句话可能是上了年纪的

人对这些新风险的一个直观而又真实的认识。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新

风险对他们具有哪些独特意义。一方面，村民们的应对传统风险如洪涝、旱灾的风险意识

是长期累积的，应对手段几乎全是自发性的，几千年来已经积累起了大量的应对风险的朴

素经验，当传统风险发生时，人们可以根据风险的大小而预见受影响程度的大小。“洪水

年年发，就那样吧”（王某，农民工，24 岁），这句话说明，在他们眼中传统风险已经成

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特别意识到其存在有独特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传统风

险在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角色：它本是村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

使村民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更人性化，更具有挑战性。另一方面，面对新出现的生态风

险、经济风险，他们几乎无人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活动本身给他们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新

型风险意识的缺乏将直接影响村民的行为抉择，使他们缺乏应对新型风险的有效手段与心

理准备，而诉诸传统经验。例如当问及如何应对粮食滞销而带来的谷贱农伤时，认命、自

发地改变种植结构或弃农经商打工成为村民的三个主要选择方向。再如，当问及如何评论

本村外出打工致残与死亡，以及数量日益增多的本村人在交通事故、恶性疾病中丧生时，

村民们一般认为这是个人“不走运”、“命不好”等，相对而言，对于新型风险农民工更

愿意将之归因于外出这一行为取向的本身，而居村村民中很少有人意识到是人类本身的活

动导致外部的新型风险的增加，从而出现这些负面的结果。 

三 

从严格的社会分析方法论角度看，个案资料不具有向整体推广的合法性，但从以上分析

和资料中，我们可以就目前中国农民中的一部分居村农民与农民工的风险意识，得出以下一

些暂时性的认识与启示。 

第一，在现代风险社会里，部分农民的风险意识正经历着日常惯性与现代公共性的互动

过程，其中居村农民与农民工对日常惯性与现代公共性的内化程度有所不同。现代风险已经

影响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与经济收入，但对这种影响的实际程度村民们似乎没有一个清醒的认

识。这突出地表现于村民们一方面对全球化事件及其危机日益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却对风险

的现实性进行虚拟化，不将这些全球事件与全球风险与自己身边的显在与潜伏风险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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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却以长期积累下来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应对新型风险的心理基础与现实手段。由于科技的

进一步发展使得知识的复杂性日益增强，一般人尤其是一般缺少知识的居村农民与政府与专

家系统之间有关风险的知识之间的落差在日益扩大，而农民工也与正式的组织体系之间也存

在着信息沟通的障碍，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增强农民的风险意识、警醒其改变自身的

风险应对策略，应成为农村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第二，客观风险因子的增加与主观风险感应意识的滞后的矛盾，必将对农民尤其是农民

工的生产与生活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现代风险基本上是由“技术——经济”

（techno-economy）的人工决策所引发的，是工业社会的“副产品”，是由人为的科技发

展行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人类中有话语权的一部分人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对生活方式的

一种选择。[4]因此，作为社会低层的一般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中贫困与低收入人群与城市

中的农民工基本上是没有话语权，或有话语权而自身没有运用这一权力能力的人群。因此在

新的风险环境下，他们在日常生活与收入方面受到的影响就更为显著。他们应对与消解风险

的能力也极其脆弱，一旦与诸如环璄恶化带来的癌症等恶性疾病、粮食市场供求波动、职业

供需变化等风险相遇，轻则收入大大下降，重则倾家荡产陷于贫困之境。 

第三，在目前的农村，自发性风险应对机制与人为机制日益共存互动，风险应对系统需

进行结构性的调整。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风险的日益可控性使其对农民尤其是农民工的生

产生活的影响较为固定并日益缩小，而相比而言，由于专家系统知识本身与新型风险的不确

定性所造成的风险不可预测性，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工和居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与收入增

长。从农村社会风险应对机制结构上看，目前部分农村地区的风险对应机制与处理系统极其

脆弱，而且几乎全部为自发性的，还没有什么人为机制的介入，应对现代风险的机制完全缺

位。与城市里日益健全的风险预防与治理机制如空气污染指数、传染病通报、物价上涨指数、

失业率计算等相比，经验、惯性、风俗等传统应对风险的机制在农村中仍然占主要地位。这

样，模糊性就成为农村日常生活中风险出现并被认识的主要特征。这要求通过各种手段使现

代的风险预警机制与风险防范手段在农村日益普及。在这种背景下，调整风险应对系统的结

构、增强农民对新型风险的防范与应对能力应成为努力的方向。这就需要增加农民应对现代

的风险预防、治理与善后机制在风险应对系统中的权重。其中对居村农民较为重要的措施有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基层设施如卫生医疗条件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能力等，对

农民工较为重要的有加快各项市民待遇的落实，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步伐。惟其如此，农村

中现存的主要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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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interview on the peasants and Urban-rural Labors in S village of An-hui Province. We can 
find the sense of Social Risk of peasants i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New Social Risk has affected the 
peasants’ life in all ways. New sense of Risk exact to establish，and the relevant mechanism of 
responding risk must to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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